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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陣 

壹、福利典範的轉移

過去幾十年來，歐洲福利國家面臨

人口老化、撙節政策及各種社會和經濟危

機的壓力。從1990年代開始，著重於訓

練、教育、工作與家庭平衡、提升就業能

力的社會投資政策，儼然成為歐盟國家面

對這些挑戰的主要方法（Dräbing, 2013; 

Hemerijck, 2017）。

社會投資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1930

年代瑞典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發展，

Tilton（1993）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主張

社會政策是一種投資，而不是一種消費

的成本。Midgley（1999）認為社會投資

概念的起源蘊含於美國新政、凱因斯與

貝佛里奇時代具有生產性要素的政策。

Midgley與Sherraden（2009）則主張社會

投資和1960年代興起的社會發展（social 

development）概念是一樣的，他們強調

投資於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成本效益計

畫、就業、個人與社區資產、去除參與

經濟活動的障礙，就是一種社會投資取

向。Esping-Andersen（1990）在分析福利

體制時，認為瑞典的生產性或預防性社會

政策強調應投資於成人的訓練與教育、就

業、工作流動與家庭服務以擴大經濟參

與，這也是一種社會投資策略。Giddens

（1998）的第三條路具體提出社會投資的

理念，他主張社會政策應該要超越左派與

右派的爭議。Giddens認為政府應像企業

家具備未來取向，將財政支出投資於人力

資本是一種正向積極的福利，而民眾也應

該是個冒險家。他指出終身教育以及政府

扮演促進社會經濟的角色是引導社會投資

最重要的策略。

2012年歐盟國家中，有16%的人口缺

乏生活所必需的住宅、食物與衣物，而且

超過24%的人口陷於貧窮與社會排除的風

險。從2008年至2014年，家戶平均所得明

顯下滑，這意味著歐洲的中產階級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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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中都可能陷入貧窮的風險。這些議題

讓各國政府備感困擾，體會到漸進式的微

小改革，已無法應付貧窮惡化問題。因

此，社會投資觀點開始被認為是可以用長

期的觀點來解決基本問題的策略。社會投

資的社會政策包含社會保險、所得維繫、

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兒童及家庭政策、

教育、老人及長期照顧和健康照顧等。社

會投資觀點也強調運用多種政策工具，

以提升人力資本，並促進人民的能力、

參與社會和經濟生活（Natali, Vanhercke 

& Johnson, 2015）。自從2000年的里斯

本策略（Lisbon Strategy），歐盟越來越

重視教育與訓練政策（ET, education and 

training），這是歐洲知識經濟模式的主

要構成要素，強調教育與訓練是人力資本

的投資策略，是提升競爭力與促進經濟發

展的生產性因素。因此，教育與訓練成為

社會投資典範的核心議題，透過人力資本

投資以促進勞動市場參與，並面對新的社

會風險（Agostini & Natali, 2015）。

現在使用的社會投資概念主要來自

1990年代的歐洲。然而，前面已提及社會

投資的概念在1990年代以前就已產生，

甚至開發中國家像是臺灣、南韓、新加

坡早就有社會投資的政策（Hemerijick, 

2017）。不過，近來最完整地建構社會投

資政策應屬歐盟2013年所出版的〈社會投

資方案〉（Social Investment Package），

該方案倡議未來取向（future oriented）的

福利政策，藉由從兒童至老年投資人力資

本與能力，好讓個人、家庭與社會「準

備」（prepare）回應一個充滿競爭的知識

經濟社會中之新社會風險，而不是在遭

遇經濟不幸或個人危機之後才來「修補」

（repair）不幸事件（Hemerijck, 2016）。

Bruno Palier認為社會投資是一種理念的革

命，取代了傳統以國家為本的社會政策，

福利國家將從「護士」（nurse）照顧的

角色走向「投資者」（investor）的角色

（引自Saraceno, 2015）；或者說社會政策

的新邏輯不再是一張「安全網」（safety 

net），而是「彈跳床」（trampoline）

（Jenson, 2012）。Goodin等人（1999）

也認為1945年以後的福利國家和1990年代

興起的社會投資型國家在價值理念上確實

有差異（引自Jenson, 2009）。傳統的福

利國家與社會投資型國家均著重於經濟層

面，但傳統的福利國家更重視平等的理念

及消除貧窮，而社會投資型國家著重預防

貧窮的代間循環及個人生命歷程的觀點，

請參閱表1。

Giddens的社會投資理念是超越左派與

右派的爭議，而當前歐盟的社會投資政策

也企圖在傳統的凱恩斯福利國家和主流的

新自由主義中找尋福利改革的出路。社會

投資觀點在社會問題的分析與診斷、價值

與原則、公共行動的方法、以及政策工具的

運用都有別於凱因斯典範和新自由主義典

範（參閱表2）。社會投資觀點在面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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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新社會風險、性別角色和人口結構等

議題，企圖建立一個新的福利社會典範。

貳、社會投資的三大支柱

社會投資的核心理念是社會政策不

再是人們遭遇經濟的不幸時，政府藉由現

金給付「消極地」保護人民，而是平實的

準備和賦予人民能力，好讓人民融入市場

（Jenson & Saint-Martin, 2003）。社會投

資的概念意含著一種強調經濟成長與就業

的福利模式，其策略著重於活化勞動市場

與人力資本投資以解決失業問題與傳統消

費性的福利支出。社會投資以知識經濟為

表 1　社會價值的比較

戰後福利國家的道德價值 社會投資型福利國家的價值

‧促進經濟效益

‧降低貧窮

‧促進社會平等

‧ 促進社會融合及避免社會排除

‧促進社會穩定

‧促進自主性

‧ 保護個人免於勞動市場與家庭變遷的風險

‧ 預防貧窮，提供必要的救濟

‧資源重分配

‧ 個人生命週期中的時間與財富資源重分配

‧促進社會凝聚

‧鼓勵個人獨立自主

資料來源：Jenson（2009）。

表 2　三種福利典範的比較

凱因斯典範 新自由主義典範 社會投資典範

失業原因 需求不足 勞動市場的苛刻 缺乏適當技能

價值與原則
社會公平

去商品化

個人責任

活化工作

社會融合

更好的工作

增強能力

機會均等

準備取代修補

公共行動的規範
大政府

福利國家成長

小政府

解構福利國家

賦權的政府

重構福利國家

政策工具

需求的支持

保險

所得維繫

貨幣政策

去管制

私有化

工作福利

人力資本

促成就業彈性安全的 

服務

資料來源：Morel, Palier & Palme (2012); Martignan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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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認為每個人若缺乏知識與技能，將

會是社會的新風險。社會投資觀點不同於

以往的福利國家著重於所得重分配及案主

的權益，而是更加重視透過人力資本的投

資，使每個人都能增強能力，參與經濟活

動。終身學習的策略用來強化人的適應能

力與彈性，使人能持續參與經濟活動及社

會融合。終身的機會與社會融合強調一輩

子都能獲得教育與訓練，同時應有積極的

勞動力市場與福利政策。除了經濟支持之

外，政府在打擊社會排除所要扮演的角色

是擴大就業與教育機會（Perkins, Nelms 

& Smyth, 2004）。基本上，社會投資策

略的主要工具是強化人力資本和勞動市

場參與的政策與社會支出（Ahn & Kim, 

2015）。

就生命歷程的觀點來看，社會投資

於每個人的不同生命階段中都有重要之任

務要完成，社會投資政策就是協助所有

人達成這些生命歷程中的任務，像是幼

兒時期的照顧與教育、持續獲得更高的教

育、完成學業後的就業、就業後的工作與

家庭的平衡、提高女性就業率、降低父母

生育子女數的期待落差、活躍的老年生

活及預防整個生命歷程中的貧窮，如圖

1（Hemerijck, 2018）。

本質上，社會投資強調的是社會福

利的生產性功能（productive function），

其策略是在每個人各個階段的生命歷程

中，發展、運用及保護人力資本，以確保

個人、家庭和社會的福祉，並維繫經濟制

度的競爭力。因此，社會投資政策具備

普及式的 

兒童照顧 

與教育

更高的 

教育成就

高度就業

工作與家庭

平衡，提高

女性就業

活耀老化及

合理的年金

預防貧窮

圖 1　社會投資與生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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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相互關係的特殊功能，一是在生命

歷程中提升人力資本和能力的「儲存」

（stock）；二是促成當代勞動力市場和

生命歷程轉換的「流通」（flow）；三是

維繫普及式的最低所得安全網，在高齡化

社會中作為所得保障和經濟穩定的「緩

衝」（buffer）（Hemerijck, 2017）（參

閱圖2）。

「儲存」人力資本是要提升人的技

術與能力，讓人在經濟市場中更具有生產

力，特別是在人口老化、少子化、及女性

就業率低的情狀下，社會將面臨嚴重的勞

動人口短缺。所以人力資本的投資不僅

要提升勞動參與率，也要培養每個人的

就業能力，方能在全球化市場中具有競

爭力。提升人力資本「儲存」品質的政

策包含：幼兒教育與照顧（ECEC, Early 

Child Education and Care）、通識教育、

儲存

人力資本投資

緩衝

社會保障

流通

工作與家庭 

平衡

圖 2　社會投資的三大支柱

技職教育、大學生就業訓練、及終身學

習（Hemerijck, 2017）。歐盟國家的社會

投資訴求擴大投資於「人」（investment 

in people），將重點置於教育及人力資本

的發展、促進終身學習、強化兒童早期介

入、鼓勵積極參與勞動力市場等社會政策

（Jenson & Saint-Martin, 2003）。人力資

本的投資仍具有相當濃厚的工具性，為了

是要維繫國家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這

項社會投資的功能在本質上仍是新自由主

義的典範，人力資本投資被當成是一種手

段，其最終的目的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

濟性目的。

社會投資的「流通」功能在於有效

運用勞動力資源，讓不同性別的人在不同

的生命階段中都能盡力提高勞動參與，

特別是讓那些剛離開學校的學生、失業

者、父母（特別是女性）、老年人及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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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都能在就業協助下進入勞動力市場

（Hemerijck, 2017）。「儲存」人力資本

是要投資於準備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老

人與身障者的照顧、兒童托育、和積極勞

動力市場政策則在鼓勵人們投入勞動力市

場；失業保險、產假與育嬰假、和積極勞

動力市場政策則是在維繫勞動參與者的能

力；老人年金、遺族年金、失能給付、失

業救助、社會救助、失業保險、住宅津

貼、健康照顧、疾病給付等則是針對退

出勞動力市場的人給予補償（De Deken, 

2014）。

「緩衝」的功能基本上是經濟發展

的輔助功能，因為當個人或家庭獲得最低

所得的保障，就較有可能投資人力資本以

增強就業能力，如此可以「緩衝」社會不

公的緊張與穩定經濟。而且適當的社會保

障制度可避免個人與家庭陷於風險的惡性

循環，以「緩衝」社會秩序的不穩定。在

嬰幼兒時期若有社會保障，可讓兒童順

利發展，將來成為好的就業公民（worker 

citizen）；青壯年時期若有最低工資的保

障、失業給付、家庭照顧政策則有助於促

進生產及鼓勵生育；老年階段若仍有最低

薪資和年金給付不僅可讓老人持續在勞動

市場，也可「緩衝」老人的經濟不安全

（Hemerijck, 2017）。

社會投資的「儲存」、「流通」和

「緩衝」三大功能彼此有交互作用，而且

許多社會政策同時兼具兩項或三項上述功

能（De Deken, 2014; Hemerijck, 2015）。

例如幼兒教育與照顧本身就具有「儲存」

的功能，透過有品質的幼兒教育，提高未

來勞動參與者的人力資本；幼兒教育與照

顧也具備「流通」的功能，讓幼兒的照顧

者能專心在勞動市場工作；同時幼兒教育

與照顧也有「緩衝」的功能，幼兒的照顧

者若持續參與勞動市場就能擁有所得保

障，避免家庭和兒童淪於貧窮，減少國家

的社會救助支出。

參、社會投資與社會平等的反思

一、社會投資與馬太效應

高品質的兒童照顧與教育，以及促

進勞動力參與是社會投資的主要策略。其

中，高品質的兒童照顧更是提升女性勞動

參與率的重要因素。理論上，社會投資應

對所有家庭提供高品質的服務，以利所有

母親積極投入勞動力市場。事實上是否所

有家庭都能獲得有品質的兒童照顧呢？特

別是社會上的低所得或低技術能力的父母

也能獲得相同品質的兒童照顧服務，並且

具有公平的就業條件呢？

歐洲國家所提供的兒童照顧政策普

遍具有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亦

即政府的公共支出多數是有利於中產階

級或上層階級，對弱勢階級反而是不利的

（Bonoli & Liechti, 2018; Pavolini & Van 

Lancker, 2018）。Pavolini與Van Lan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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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的研究顯示，歐盟會員國家使用

正式兒童照顧的比例有很大之差異，丹麥

與盧森堡有近70%的家庭使用公共化的正

式兒童照顧，這些國家的比例最高；法

國、瑞典、葡萄牙與荷蘭約有50%的家庭

使用正式兒童照顧；捷克與斯洛伐克最

低，低於10%。但是高社經地位與低社經

地位使用正式兒童照顧服務，只有丹麥與

馬爾他無明顯差異，比利時、塞浦路斯、

葡萄牙、盧森堡、愛爾蘭、法國等都是高

社經地位家庭使用正式兒童照顧較多。因

此，歐盟會員國的正式兒童照顧明顯具有

馬太效應，而且這是常態現象而不是例外

情形。造成正式兒童照顧的馬太效應之原

因，主要是結構性限制所造成，亦即正式

兒童照顧的普及性及供給力不足所形成。

從社會投資的觀點來說，這是值得省思的

事，也就是應透過兒童照顧政策提供既便

利、高品質與成本適宜的正式兒童照顧，

也可說需要更積極的社會投資策略。

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也是社會投資的

主要策略，是否也有馬太效應呢？Bonoli

與Liechti（2018）的研究從職業訓練、創

業方案與薪資補貼三種方案探討低技術能

力者與移民是否從方案中獲益？研究結果

指出，職業訓練方案的參與者先前須具備

某些認知與語言能力和具備適當的動機，

所以職業訓練方案會產生馬太效應。低技

術能力者不利於參與創業方案，移民幾乎

很少參與創業方案。低技術能力者不利於

參與薪資補貼而就業，移民更加困難。因

此，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對弱勢的低技術能

力者與移民是不利的，可說具有馬太效

應。Bonoli與Liechti進一步指出，社會民

主體制福利國家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對低

技術能力者與移民較友善，對弱勢者的就

業比保守體制福利國家更有幫助，馬太效

應的影響較低。

社會投資觀點最常被批評的是，對於

減緩貧窮的效果不彰，而且反而造成不公

平。社會投資策略的兒童照顧所產生的馬

太效應比積極勞動市場策略還要嚴重。不

過，兒童教育與照顧產生的馬太效應，主

要是供給面所造成的，亦即是政府的社會

投資不足，對弱勢者及弱勢區域的投資不

夠，讓資訊不對稱的弱勢者所能取得的資

源相對缺乏（Busemeyer et al., 2018）。

反過來說，如果政府的投資充足，則馬太

效應則可降低。而政府投資是否足夠又涉

及政府意願的問題，保守主義福利體制的

政府投資的意願低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政

府。所以，社會投資能否有成效仍取決政

府的態度。

二、社會投資對性別平等的影響

前面Goodin等人論及傳統福利國家與

社會投資型國家的社會價值比較時提到，

社會投資觀點的價值似乎較不重視平等的

議題，但許多社會投資的論述仍舊會強調

社會投資與平等的關係，像是社會投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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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平等、性別平等與族群平等的關係。

基本上，越是平等的社會推動社會投資政

策的結果越容易成功。意即平等是社會投

資策略成功的先決條件，因此傳統福利國

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反貧窮政策仍是社

會投資政策的重要議題（Morel, Palier & 

Palme, 2012）。

就歐盟國家而言，社會投資所產生

的影響在性別平等的不同面向與各個區域

有所不同。多數歐洲國家，男性少年與青

年的教育成就不如女性少年與青年；女性

在就業方面比男性遭遇更多的困難；女性

雖然壽命較長，但身體不健康的年數也比

男性長。北方的歐洲國家像是丹麥、德國

與英國的社會投資政策比中歐、東歐與南

歐的國家健全，受到社會投資政策影響的

偏北方歐洲國家也比中歐、東歐與南歐的

國家好。若是社會投資政策越能促成照顧

公平分擔，就越能激發父親投資於子女身

上，也會降低對婦女的就業歧視及照顧負

荷，同時能縮短薪資、年金與健康的差距

（Kvist, 2015）。

Esping-Andersen（2002）提倡「新性

別契約」（new gender contract）支持新

福利國家，也支持以兒童為核心的社會投

資策略。他認為高度的女性勞動參與，是

維繫新政治經濟穩定的必要條件；國家應

該容許女性的生命歷程「男性化」，而同

時也認為男性應該更具有女性化的生命歷

程。後工業社會需要女性就業，也需要擔

心女性生育減少的風險，因此需要平衡女

性的就業與母職，重要的政策工具是平衡

非父母的兒童托育。針對學齡前兒童的照

顧去家庭化，方能讓女性成功達成職涯與

母職的雙重目標。

社會投資觀點也有其限制，最主要是

社會投資觀點過度著重於勞動取向的社會

政策，而忽略了健康和教育議題，這卻是

福利國家重要的部分。社會投資觀點與公

民權理論一樣，都強調提供資源以實踐機

會平等是一種公共責任，當然也包括促進

性別平等。但女性主義一直對於以兒童與

人力資本為焦點的社會投資策略，是否能

促成性別平等有所質疑。

第二個被忽略的問題是，同工同酬

的議題。雖然社會投資觀點強調工作與家

庭的平衡，但其目的多著眼於人口因素，

提高生育率和老人照顧，而忽略女性與男

性的薪資報酬落差。女性就業、工作與家

庭平衡都是一種工具，主要是為投資於兒

童，其次是避免人口老化的不良後果；女

性的經濟自主看似是最不重要的目標。簡

言之，這些社會投資政策多半是為了家

庭，而不是為了女性（Jenson, 2015）。

社會投資觀點對挪威的就業與福利

政策確實產生改變，性別平等的願景對本

土的白人女性也逐步在實踐中，但對少數

移民婦女而言，由於其教育程度與就業能

力都比較低，理應是社會投資的主要標的

（Midtbøen & Teigen, 2014）。但如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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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歐洲國家一樣，移民少數族群整合勞動

市場的程度仍低，這些人的失業率仍偏高

（Morel, Palier & Palme, 2012）。

因此，將社會投資視為是性別平等

的新思維，經常遭受女性主義的批判。女

性主義批評社會投資的理念仍是建立在

新自由主義的利潤、經濟成長與福利國

家永續經營的前提下，而平等與正義只不

過是個附屬品。福利政策改革的根本問題

不在於性別平等，而是害怕女性的低生育

率與低就業率造成經濟停滯（Midtbøen & 

Teigen, 2014）。

若單純從促進女性就業來說，社會

投資觀點與性別平等的主張則是一致的。

但是性別平等的概念不僅是勞動參與，故

不應只關注女性就業能力的議題。在福利

國家的脈絡裡，或許Nancy Fraser關於重

分配與承認（redistribution-recognition）

的論述，將更能貼近性別平等的理念。

Fraser認為過去論述公平的議題著重於資

源的重分配，但是當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

造成所得差距擴大，我們不僅要關注重分

配議題，更需要關心承認的問題。承認是

一種「認同模式」（identity model），認

同的形成來自於對話中的建構，是一種互

相承認的過程。承認是人與人之間一種理

想的互惠關係，雙方是平等且獨特的差異

（Fraser, 2000）。所以，承認的範圍包含

族群、政黨、職業與性別等的差異。在女

性的就業與家庭的議題上，不僅需促成同

工同酬，照顧的議題更需要獲得承認。不

論是支薪或不支薪的工作，其資源與所

得必須要能性別平等，這種重分配的觀

點，則是與社會投資觀點一致的。但是

性別平等觀點會更進一步地認可女性傳

統的工作，例如不支薪的照顧與家務工

作，是有意義的貢獻，也是應獲得合理資

源分配，這才是「承認的正義」（justice 

of recognition）。這一點是性別平等有別

於社會投資觀點的地方。社會投資觀點看

重支薪工作更甚於不支薪的工作，但是

性別平等的理念認為不支薪的照顧工作

是人類社會生存最重要的工作（Auth & 

Martinek, 2017; Robinson, 2015）。

換言之，社會投資觀點有可能無法

促成性別平等，因為它過度著重在於如何

讓女性進入職場，而沒有想要去改變男人

在家庭的角色。因此社會投資觀點基本上

只是在促成男性就業模式（male worker 

model），而不是促進就業暨照顧者模式

（worker and carer model）。女性仍然是

不支薪家庭工作的主要承擔者，在這種情

況之下反而是貶抑所有那些不支薪的工

作，這種人力資本模式事實上是沒有太大

效用的（Saraceno, 2015）。雖然社會投

資透過工作與家庭平衡、幼兒照顧和教育

等策略來支持女性與兒童的「部份去家庭

化」（partial defamilization），但還是未

能突破女性是不支薪家庭工作的主要承擔

者（Saracen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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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性別平等不只是機會均等的議

題，而且也要顧及結果的平等。因此社會

投資策略仍無法忽視傳統福利國家的社會

保障體系所強調的平等。Morel, Palier與

Palme（2012）更指出社會投資不僅應重

視平等的問題，更不能忽視品質的問題。

如果弱勢族群無法得到有品質的教育、服

務與工作，那只能從事較低技術或較低薪

工作，即使是就業也是工作的窮人。因此

光是活化（activation）勞動力市場是不夠

的，更需要以社會投資策略，提升教育、

服務與就業的品質方能實質促進性別與族

群的平等。

肆、結語：哥白尼式的翻轉

雖然Hemerijck（2017）強調社會投

資具有「儲存」、「流通」和「緩衝」三

大功能，事實上多數的學者將兒童與家庭

政策、教育和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列為最

主要的社會投資政策，而比較忽略社會保

障政策。有些人甚至主張社會保障政策與

社會投資政策具有相互排擠作用，特別是

在預算撙節的狀況下更加明顯。Giddens

的第三條路主張以投資型福利國家取代傳

統的社會保障，Esping-Andersen等人則舉

證北歐國家的經驗反對Giddens的說法，

他們認為社會投資和傳統的社會保障制度

是不可分割的，而且所得安全是社會投資

策略能夠發揮功效的先決條件（De Deken 

2014; Esping-Andersen et al., 2002; Morel, 

Palier, & Palme 2012; Vandenbroucke & 

Bart Vanhercke, 2014）。

自從2013以來，社會投資觀點雖然

是歐盟國家社會政策的理論基礎，但也遭

受不少批評。2017年之後的歐盟也不再大

張旗鼓標榜社會投資，而是回歸社會權的

理念。歐盟執行委員會從2017年開始正式

推動「歐洲社會權支柱」（The European 

Pillar of Social Rights），「歐洲社會權支

柱」提出的20項原則可分為三大主題：一

是機會均等與勞動市場，處理教育，訓

練、終身學習、性別平等、機會平等、積

極支持就業等；二是關於公平的工作條

件，著重於就業的安全與彈性、薪資、就

業條件的資訊、被解雇的措施、社會對話

與員工參與、工作與生活平衡、健康、安

全與工作環境適應、資訊保密等；第三

個主題是社會保障與融合，關心的是對

兒童的支持、社會保障、失業給付、最

低所得、老年人的所得與年金、健康照

顧、身障者的融合、長期照顧、住宅、

街友服務、及基本的社會服務等（Maiso 

Fontecha, 2017）。「歐洲社會權支柱」

的三大類型基本上和Hemerijck社會投資

的「儲存」、「流通」和「緩衝」三大功

能相互呼應，似乎社會投資尚未走向終結

之路，而是更加深化，更加重視社會投資

與社會保障的均衡。

「歐洲社會權支柱」或社會投資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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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本質上仍是以新古典經濟學觀點為基

礎的政策，是以社會政策為工具以輔助

經濟成長。有學者認為，社會投資策略

還是具有濃厚的新自由主義色彩（Ascoli, 

2012; Barbier, 2012; Leibetseder, 2018）。

社會投資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的特徵，像

是經濟與福利改革去政治化、用經濟法

則去詮釋國家的運作、將經濟的邏輯擴

充所有非經濟領域、將人力資本看成是

人的核心等（Laruffa, 2018）。這種新

古典經濟學的邏輯若不加以改變，過去

社會投資所遭致的批評仍舊無法解決。

當代社會已經面臨需要哥白尼式翻轉的

時機，我們應該以人性尊嚴取代人力資

本來看待人（Héjj, 2019）、以團結和相

互關係（reciprocity）取代競爭（Bruni, 

2008）、以脆弱性的人性論取代自主性

的人性觀（Bruni, 2017）、以規範性倫理

的觀點取代實證主義的經濟學（Baiman, 

2016; Rona & Zsolnai, 2017; Setter & 

Zsolnai, 2019）。特別是在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之後，我們更應該體認到人類生存最

根本問題是照顧（care）議題，如何建構

一個公平與民主的照顧體系才是人類追求

幸福（eudaimonia）的目標。

（本文作者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

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關鍵詞：社會投資、社會保障、社會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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